
公益基金会可以减弱经济不平等吗？
———基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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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基金会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力量介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并对财富流动和分配产生重要

影响。 本文采取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基金会组织密度和组织合法性如何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

实证分析发现：在基金会密度较小的地区，制度规范和合法性程度低，基金会密度的增大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在基金会密度较大的地区，制度规范和合法性程度高，基金会密度的增大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 在捐赠数量

越多的地区，基金会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显著。 地区互助文化能增强基金会减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社会保

障的完善则会削弱基金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证实了基金会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化效果，当前我国公益基

金会总体发展程度较低，政府应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促进社会平等，实现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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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增长

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使社会组织蓬勃发展。①２１
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６ ７ 万

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约 ９０ ２ 万②，各类组织的密度

不断增加。 基金会的组织密度最低，但其增长速

度在三类社会组织中最快（见图 １）。 基金会的组

织行为包括捐赠和志愿服务这两类，这能促使财

富和资源从高收入群体流向底层群体，对于收入

分配发挥着关键作用。③另一方面，基金会以社会

民间力量为主体，发展时间短，部分地区的基金会

组织规范尚未建立，专业性不足、贪污腐败等问题

频繁发生。④这可能导致基金会不仅无法发挥对

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反而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
进而扩大贫富差距。

基于以上分析，公益基金会的组织行为能否

合法规范地开展，其促使社会财富分配平等化、促
进社会公平的组织目标能否实现可能取决于不同

发展时期、不同地区的组织规范，这些问题尚待进

一步讨论和检验。

图 １　 各类社会组织密度变化（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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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益基金会影响收入差距的研究创新点

本文希望探究的实证问题是中国的公益基金

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对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产

生何种影响，以及基金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经济

收入的平等程度，并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 相比以往研究，本研究在以下三个

方面有所拓展。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拓宽了对于公益基

金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的理解。 以往

关于基金会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是基

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比如基金会对政府的资

源依赖、政府对基金会发展所让渡的自主空间等，
这也与基金会创立之初大多数需要依靠政府提供

的资金维持运营有关⑤；第二是基金会的内部治

理状况和对外的社会捐赠募集与基金会生存发展

之间的关系⑥；近期的研究较多关注高校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等特定类型的基金会的功能。⑦总体

而言，目前对于基金会如何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

的过程中、基金会公益性的组织目标如何影响社

会平等状况的研究尚显空白。 因此，本文试图检

验基金会这一社会力量的出现对于经济收入的平

等程度所带来的影响，将基金会的发展融入到整

体的经济社会变迁中进行理解。
第二，本文为理解收入分配增加了一个基金

会组织的新视角。 关于收入分配的现有研究主要

关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主体的影响。 在市场主导

的分配中，企业和行业发挥关键作用，以往研究多

关注个体人力资本、职业地位、行业发展状况等对

收入分配的影响。⑧在政府主导的分配中，宏观的

政策和体制变迁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例
如不公平的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因素导致收入

差距的扩大，政府转移支付、精准扶贫等政策对收

入不平等的改善⑨，市场化改革使得“平均主义”
的收入分配方式转向效率优先、绩效导向的原则，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⑩然而，当前研究忽略

了公益基金会这一由民间群众自发组织和提供的

资源汇聚而成的社会力量在收入分配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因此，本研究希望考察基金会这一社会

组织的发展如何影响收入分配，试图为“第三次

分配”的实际效果提供实证经验。
第三，在理论思路上，本文将采取组织生态学

的理论视角，并结合基金会在中国发展变化的社

会现实展开分析。 基金会的发展是一个组织密度

不断变化的过程，组织密度的变化又进一步带来

组织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组织的合法性等的变化，
进而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 利用组织生态学的视

角能够系统地勾勒出我国转型时期公益基金会发

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并将基金会数量和影响力的

变化趋势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从一个更宏

观、开阔的面向勾勒出我国基金会发展的总体状

况与经济社会重要趋势之间的关系。

　 　 二、组织生态学视角下公益基金会发展对收

入差距的影响

　 　 （一）组织竞争和合法性

汉南和弗里曼（１９８９）奠定了组织生态学的

理论基础，他们借助生物学中的“种群”概念，关
注某一类型组织的出生、成长发展和存亡状况及

其与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

随着组织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学者将生命体

种群的演化过程与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合法性的概

念相结合，拓展了对于各类组织的解释力度。 组

织生态学者指出，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和合法性（ｌｅ⁃
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是组织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连

接组织在环境中的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与组织发展存亡

的中间机制，即提出的“密度依赖” （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竞争的过程更近似于有机体在自然

界的行为趋势和发展现象，这是一个排他的“生
态化过程”，一个组织占有环境中的资源意味着

其他组织的资源空间被挤压。 随着组织密度的增

加，由于资源总量保持不变，组织之间对可利用资

源的竞争程度会增强，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增

速会变快。 竞争对新组织的生存具有负面效应，
新组织往往无法得到足够的维持生存发展的资

源，在环境中处于边缘地位。

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原则吸收了新制度主义

的理论思路，合法性有两重含义，第一是与社会现

存的法律制度规范保持一致，第二是该组织的形

式和运行过程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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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会增加组织生存的几率，使得组织行为更受政

府、社会大众等制度环境内不同主体的认可和支

持；对于一个新组织而言，组织成立者也更容易从

环境中获取资源，并且模仿现存的合法的组织形

式也使其更容易稳定生存。 组织获得合法性的方

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较大数量的组织通过集体

行动、占据组织中心网络来争取合法的组织形式

和规范，二是新组织向环境中较为稳定的组织模

仿和学习，从而促使稳定、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其

结构形式和组织规范得到扩散。 随着组织密度的

增大，组织形式、组织提出的要求及其在社会环境

中运行的合法性会增强。

由此，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它既需要在环境中

与其他组织竞争从而获得资源以维持生存，也需

要采取合法化的组织形式，遵守制度规范、获取公

众认同，竞争和合法化两种途径对其生存发展以

及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 卡罗尔和汉南

（１９８９）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组织密度下，影响组

织存亡的机制存在差异（见图 ２）。 在组织密度较

小的时期，合法性是主导原则，组织密度的增大会

增强合法性，进而提高组织生存的概率；而当组织

密度较大时，竞争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组织密度的

增大会加剧竞争，从而导致更高的组织死亡率。

图 ２　 组织生存率和组织密度关系

（二）公益基金会发展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

我国的公益基金会发展起步较晚，从 ２１ 世纪

初开始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组织密度迅

速增加。 基金会组织发展变化的过程近似于组织

种群演变的自然实验，为本研究考察基金会实现

收入分配平等化的组织目标的情况提供了合适的

范例。 由此，我们将采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

并结合我国基金会发展、体制和社会环境等现实

因素展开分析。
首先，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

相比于政府和市场，它呈现出特定的组织目标和

组织任务，这些目标也构成基金会生存的基础。
第一是非营利性，基金会能够克服“市场失灵”和
“契约失灵”（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的现象，其目的在

于公益而非盈利，因此往往从受助群体或部门的

利益出发实现资源供给方和接受方之间的对接，
为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或服务来源；第二是非政府

性，基金会由民间的社会力量发起，相比政府更多

关注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的底线保障，基金会关注

某些特定部门和特殊利益群体；第三是灵活多

元性，基金会的规模通常较小，组织结构层级简

单，项目运作成本较低，募集和分配社会资源的过

程也更贴近社会实际，其设立往往是地方性的，能
够针对当地的需求及时做出回应，提供精准的帮

扶。这些特征都意味着基金会的组织目标和功

能对于增强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扶助弱势群体

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从基金会组织演化的过程来看，组织目

标的实现与组织的发展程度具有紧密关联，并不

总是能够实现减缓经济不平等的目标。 在我国，
基金会的运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基金会组织的

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类似于

企业争取市场的过程，基金会需要发挥动员资源

的能力从社会环境中获取资金，因此基金会具备

专业性和竞争力才能在环境中获得生存；另一方

面，基金会的成立和发展依托于两种合法性，一是

来自政府的认可，即法律制度上的合规性（ ｌｅｇａｌｉ⁃
ｔｙ），二是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可，即被认为是自

然、理所应当的组织形式（ ｔａｋｅ － ｆｏｒ － ｇｒａｎｔｅｄ）。
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并非相互独立，合法性是基金

会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专业能力获取资源的基础，
具备合法性的基金会组织才有“资格”去开展特

定的组织行动。 此外，就当前基金会的组织密度

较低这一现状来看，合法性仍然是组织生存和发

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将主要从组织生态学中“合
法性”的逻辑出发展开分析。

１． 基金会发展早期组织目标的实现情况。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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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发展初期，组织在人口中的密度较低，基金

会这一组织形式和组织类型的合法性程度较低。
首先，政府对于发展初期的公益基金会并未

给予足够重视，约束组织行为的法律和监管体系

不完善。 在 ２００３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没有基金会

数量的相关数据，我国多以政府主导的公募基金会

为主，民间基金会大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
２００４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才开始鼓励建

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建立并确立相应的制度规范。
其次，基金会内部的运作和管理缺乏清晰明

确的规范制约，为权力和资本谋取私利创造了条

件。 通过慈善捐赠募集的经济资源或志愿服务的

社会资源可能无法流向真正需要的群体，而是向

既得利益者倾斜，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对组

织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慈善捐赠丑闻、贪
污和挪用善款、携款潜逃等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基

金会甚至顶着“非营利”的头衔逃避税收，服务于

组织内部成员而非社会公众的利益，即文军

（２０１２）提出的“公益性不足，互益性有余”。

２． 基金会发展较成熟时期组织目标的实现情

况。 随着公益基金会在人口中的组织密度逐渐扩

大，基金会这类组织形式与其组织行动的合法性

也在逐步增强。
早期的基金会大都以“社团”的名义登记管

理，２００３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中也没有相关的统计

数据。 基金会在民间的逐渐出现也呼唤相关法律

制度的出台。 ２００４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
为自然人以及法人成立基金会提供了合法性，也
为基金会的运作和政府对其进行监督提供了制度

保障，有捐赠意愿和捐赠需求的企业、高校甚至个

人纷纷成立私募基金会。 在此基础上，国家民政

部在 ２０１２ 年出台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

规定（试行）》，进一步加强了对基金会的管理。
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是对基金会行为的约束和规

制，这从根本上增强了基金会运作的规范程度。
此外，党和国家的各类政策文件也开始提出基金

会作为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调节收入差距的重

要意义，这为基金会的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提

供了体制层面的合法性。
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进一步影响了基金会面向

社会公众的合法性，基金会从草根组织逐渐转向

一种正式、规范、具有较大社会价值的组织类型。
运作规范透明、负面新闻较少、稳定性较强的组织

形式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这一点也在

西方的经验研究中获得证实。 由此，随着组织规

范的完善和社会合法性的提升，以及基金会吸引

的捐赠数量增加，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开

展扶贫助困的公益项目。
根据以上关于组织密度与组织合法性之间关

系的分析，在基金会密度较小的时期，组织合法性

较弱，动员捐赠和志愿服务的效果不佳，且规范不

清、监管不力带来各种腐败问题，这一阶段的公益

基金会不仅无法减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反而会加

剧收入不平等。 随着基金会组织密度的增加，相
关政策法律对于基金会运作的管理监督增强，面
向社会大众的合法性也获得提升，这有助于基金

会实现帮扶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从而

促进收入的平等化，我们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随着某一地区基金会在人口中密度

的增加，该地区的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减小的

趋势。
（三）影响公益基金会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组

织调节因素

１． 社会捐赠。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基金会具体

的组织运作方式，以探究影响基金会的发展状况

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机制。
首先，慈善捐赠是基金会最主要的资源组织

和分配方式之一。 基金会直接介入收入分配的过

程，接收来自个体和机构的捐赠，并通过组织化的

公益项目为特定的群体或领域提供经济资助和资

源支持。 基金会对于汇集社会捐赠、运作公益项目

具有重要意义，为个体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提供了有

效的机会和渠道。 历年通过基金会捐赠的数额在

社会捐赠总额中占比最高，超过 ４０％（见图 ３）。
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经历了以传统公募基金会

主导到私募基金会不断增加的过程，公募基金会

有资质面向全国大众募集资金，然而其成立标准

比较严格，原始资金数额要求高，并且在组织管理

上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２００４ 年，《基金会管理

条例》的颁布为自然人以及法人成立基金会提供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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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法性，有捐赠意愿和捐赠需求的企业、高校甚

至个人纷纷成立私募基金会。 私募基金会面向特

定群体募捐，行政介入相对更少，以更灵活、高效

的形式将慈善资源汇聚并输送到欠发达地区。

慈善捐赠和社会平等、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

多研究的证明，捐赠是一种慈善行为，其最初目的

即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捐赠作为基

金会的主要组织行为，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

对收入差距的作用的影响有所差异。 在组织发展

初期，由于组织规范不完善、组织运作过程存在较

多问题，捐赠这一经济资源可能无法流向真正需要

的群体，而是可能向既得利益者倾斜，从而扩大收

入差距；随着组织规范的完善，基金会吸引的捐赠

数量增加，项目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提升，这能促

使捐赠资源更好地惠及需要帮助的地区和群体。

图 ３　 捐赠渠道分布情况（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２． 志愿服务。 除了捐赠之外，志愿服务也是

基金会运作的重要过程。 志愿服务是重要的经济

资源和社会资源。 ＣＮＲＤＳ（中国研究数据平台）
公布的 ６７１６ 家基金会中，３４ ９％的基金会拥有志

愿者，平均志愿者数量为 ６２９ 名；根据《中国慈善

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年全国共计 ２ ３１ 亿的志愿者，
累积贡献了 １６２０ 亿元的经济价值，４９ ２％通过志

愿服务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服务。
对于非洲南部某非营利机构的研究表明，当

地的志愿服务是一种相互给予的“礼物” （ ｇｉｆｔ），
能够强化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弥补基本公共服

务的不足，保证当地人获得持久的公共服务。志

愿服务和幸福感、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也受到较多

学者的关注，“精神层次”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Ｌｅｖｅｌ）理论

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人民生活的

幸福感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社会不平等

会导致信任危机、降低未来预期等问题。 威尔和

尼克尔斯（２０１７）将志愿服务融入这组关系，利用

跨国数据发现一个国家的志愿活动参与程度越

高，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社会问题也能得到抑制，
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因此，志愿服务具有

关键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能够强化社会联结，弥补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增进欠发

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福利。
区别于传统社会个体对个体的互助形式，志

愿服务的渠道基本是正式、有一定规模和结构的

组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表明，超
过八成的志愿者通过组织参与志愿活动。 非正式

志愿活动在传统、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地区更普

遍，而通过社会组织正式提供志愿服务的形式往

往集中在中产阶层社区，这也体现了“互益性”
的特点，在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初期，较发达地区将

借助组织化的志愿服务进一步提升本地的公共服

务水平，从而扩大地区间的不平等程度。 随着公

益基金会数量的增多和地理分布范围扩大，以个

体参与为基础的分散的非正式互助行为得以被整

合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社会资源。 因此，欠发达

地区中缺乏市场能力政府又无法普惠的弱势群体

能够借助志愿资源弥补经济能力的不足，降低获

得各类社会资源的成本，这对于促进社会平等具

有重要意义。
根据以上分析，公益基金会为捐赠和志愿服

务提供了平台，汇集社会经济资源并将输送给特

定受助群体。 在组织发展初期这些资源无法有效

流向弱势群体，反而可能增加社会不平等，而在基

金会发展到比较完善的程度之后，个体会更多地

参与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基金会能够通过这两

种组织行为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支持，从而减缓

社会不平等。 我们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ａ：在人均捐赠数额更多的地方，基金

会密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增强。
假设 ２ｂ：在志愿服务时长更大的地方，基金

会密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增强。
（四）影响公益基金会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

的制度环境调节因素

基金会的发展过程和组织目标的实现嵌入在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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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所处的环境中，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制度环境要素如何影响基金会组织

密度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为发挥基金会的

积极作用、减弱其消极作用提供借鉴思路。 首先，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基金会发挥“第三次分

配”产生影响。 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民
众的收入水平普遍更高，这意味着环境中可供动

员的资源更多，因此基金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赠

资源，而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也更多集中在中产阶

层以上的群体。我们预测经济发展能够为基金会

的发展提供物质资源基础，促使其更好地实现组织

目标，进而增强基金会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
其次，在政治层面，我们关注基金会的“第三

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之间的关系。 在再分配水

平更高的地区，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基金会

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相对减小，两者之间有相互

替代的关系。 由此，在再分配力度更强的地区，政
府主导了资源流动的过程，因而基金会对于收入

不平等的作用将减弱。
再者，基金会组织目标的实现还受到地区文

化影响。 基金会的本质在于公益，基于个体为了

他人或更大范围的群体愿意无私提供经济资助和

服务的倾向。 因此互相帮助、奉献自我的公益慈

善氛围是基金会发挥其功能的社会文化基础，对
其促进平等化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推

测在互助文化氛围更强的地区，人们对于基金会

理念的认可程度和支持程度更高，倾向于向组织

投入经济资源或社会服务来支持其他群体的生存

发展，基金会在这些地区具备的合法性和社会接

受程度更高、其发展程度更高。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 ３ａ：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公益

基金会密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增强。
假设 ３ｂ：在社会保障程度更高的地区，公益

基金会密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减弱。
假设 ３ｃ：在互助文化更普遍的地区，公益基

金会密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增强。

　 　 三、公益基金会影响收入差距的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以下简称“ＣＦＰＳ”）作为

核心数据，并匹配了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各省人

口数和基金会数、人均生产总值、政府绩效排序数

据、ＣＮＲＤＳ（中国研究数据平台）中的基金会信

息。 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我们分析的最小单位为区

县，经过数据清理共有 １６０ 个区县作为最后的分

析样本。

（二）变量说明

１． 因变量。 我们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用家庭人均

年收入计算各个区县层级的基尼系数，以衡量收

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越

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高。
２． 自变量。 首先，我们计算出基金会在各个

地区分布的组织密度，参考组织生态学的处理方

法，以公益基金会组织的总数除以数据收集当

年所在省份的常住总人口数，并以万人为单位，组
织密度即每万人中基金会的数量。 为检验公益基

金会在针对性帮助所在地区上的作用，我们考察

了 ＣＮＲＤＳ 中人均地区型基金会的密度与收入不

平等之间的关系。 数据表明，地区型基金会占基

金会总数的 ９６ ８％ ，全国型基金会仅占极小部

分，这意味着大多数慈善行为都是惠及基金会的

所在地，因此考察基金会的发展状况对地区社会

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我们还根据基

金会的领域区分出扶助类基金会，检验其在帮

扶弱势群体上的作用。
表 １ 显示了各省 ２０１８ 年的基金会密度排序

情况。 ２０１８ 年全国基金会的总数为 ６８２１，基金会

组织密度的前三位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这一结

果预示着基金会的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地区治

理水平和开放程度存在一定关联，但是宁夏、海南

等经济发展程度稍显弱势的省份基金会密度较

大。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益基金会发

展水平总体仍存在较大差距，在 ２０１３ 年，美国的

基金会总数约为 ８００００ 家，估算得到基金会密度

为 ２ ５３，远高于中国基金会密度最大的省份地区

的发展水平。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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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８ 年各省基金会组织密度

省份 基金会数
人口数
（万人）

基金会密度
（每万人均基金会数）

北京 ７２９ ２１５４ ０． ３４

上海 ４６７ ２４２４ ０． １９

浙江 ６７７ ５７３７ ０． １２

宁夏 ７１ ６８８ ０． １

海南 ９７ ９３４ ０． １

广东 １０８８ １１３４６ ０． １

江苏 ７１０ ８０５１ ０． ０９

福建 ３５３ ３９４１ ０． ０９

青海 ３４ ６０３ ０． ０６

西藏 １９ ３４４ ０． ０６

内蒙古 １３３ ２５３４ ０． ０５

湖南 ３１１ ６８９９ ０． ０５

陕西 １５０ ３８６４ ０． ０４

吉林 １０８ ２７０４ ０． ０４

甘肃 ７７ ２６３７ ０． ０３

黑龙江 １１４ ３７７３ ０． ０３

山西 ９８ ３７１８ ０． ０３

重庆 ７７ ３１０２ ０． ０２

江西 ８４ ４６４８ ０． ０２

辽宁 １０３ ４３５９ ０． ０２

广西 ９０ ４９２６ ０． ０２

四川 １６８ ８３４１ ０． ０２

山东 ２００ １００４７ ０． ０２

湖北 １４５ ５９１７ ０． ０２

云南 １１６ ４８３０ ０． ０２

安徽 １５１ ６３２４ ０． ０２

河南 １４５ ９６０５ ０． ０２

贵州 ５８ ３６００ ０． ０２

新疆 ４２ ２４８７ ０． ０２

河北 １２１ ７５５６ ０． ０２

天津 ８５ １５６０ ０． ０２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

３． 组织调节变量。 根据假设，我们设置了两

个基金会影响收入差距的组织调节变量。 第一是

人均捐赠额，用“过去 １２ 个月，请问您个人所有捐

款的总额大概是多少元”计算出各个区县的人均

捐款数额，其中未捐过款的赋值为 ０。第二个与

志愿参与相关，我们根据 ＣＨＦＳ２０１７ 中“您在去年

参与的志愿活动中，属于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

有多少小时”计算出各省人均志愿服务时长并匹

配到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中。
４． 制度环境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分为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组。 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ＧＤＰ 来

测量，用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生产总

值和年末人口数计算得到。 政治层面的调节变量

为社会保障情况，用养老保险覆盖率来测量，直接

采取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计算各个区县的平均水平。 文化

层面的变量为互助文化，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中调查对

象对于“大部分人乐于助人还是自私”的判断进

行衡量，计算出区县层级的互助文化氛围。
５． 控制变量。 我们接着考虑了可能影响收入

差距的其他变量。 在市场层面，经济增长和市场

化的效率逻辑可能与公平产生冲突，因此本文

控制了 ２０１８ 年各省的人均生产总值和市场化程

度，人均 ＧＤＰ 同调节变量，市场化程度用樊纲指

数进行测算；考虑到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将进一

步扩大社会财富差距，我们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计算

出各个区县的平均家庭金融资产持有量，作为各

地金融发展程度的测量，并予以控制；就业是个体

获得收入的机会，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是

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征，因此本文控制了各省

的失业率。 在政府层面，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

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能够调节收入差距、缓解贫困

群体的生活状况，因此我们控制了人均受教育年

数和养老保险参与率，均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计算出各

个区县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养老保险参与的概

率。 考虑到我国一直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

和乡村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城镇化进程意味着

农民转变为居民，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得到提

升，能够减小城乡差距，因此我们控制了各省的城

镇化率。

（三）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是对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测算的各区县基尼系数的均值达到了

０ ４２６，最大值为 ０ ７３３，这表明各地的收入不平

等程度较高。 从基金会的组织密度来看，地区型

基金会的密度与基金会密度较为接近，这进一

步说明了地区型基金会是当前我国基金会的主

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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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区县基尼系数 ０． ４２６ ０． ０８４ ０． ２１０ ０． ７３３

自变量

基金会密度
（每万人均基金会数）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５ ０． ３３８

地区型基金会密度
（每万人均地区型

基金会数）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５ ０． ２８９

扶助型基金会密度
（每万人均扶助型

基金会数）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０． １３４

组织调节
变量

人均捐赠额 １１６． １２ ５２５． ２３ ４． ３２ ６６７９． ２２

人均志愿服务时长 ２． ３３ ３． ０４ ０． ５１ １２． ３３

制度环境
调节变量

人均 ＧＤＰ（省级） ０． ９６５ ０． ４２７ ０． ４７４ ２． １１９

养老保险参保率 ４８． ４％ １６． ２％ １０． ６％ ８８． ７％

互助文化 ０． ７１ ０． ０７ ０． ４２ ０． ８５

控制变量

人均 ＧＤＰ ０． ９６５ ０． ４２７ ０． ４７４ ２． １１９

市场化指数 ７． ２０８ １． ７３７ ４． ５４０ ９． ９７０

家庭平均金融资产 ９４１８８． １８ １２０６４１． ８ １１２３６． ３３ ８５４７５１． ６

失业率 ３． ２％ ０． ５％ １． ４％ ４％

人均受教育年数 ７． ３７３ １． ８５０ ２． ９７０ １２． ４０７

养老保险参保率 ４８． ４％ １６． ２％ １０． ６％ ８８． ７％

城镇化率 ６０． ８％ １１． ２％ ４７． ５％ ８８． １％

　 　 注：（１）每万人均基金会数、每万人均地区型基金会数、每

万人均扶助型基金会数、人均志愿服务时长、人均 ＧＤＰ、市场化指

数、失业率和城镇化率为省份层级变量，其他均为区县层级变量。

（四）分析策略

由于因变量基尼系数是一个定距变量，因此

我们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第

一，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依次放入自

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查看系数的显著性，并通

过图像来呈现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和趋势；第二，
在主效应的基础上，考察捐赠和志愿这两个组织

调节变量的影响，设置和自变量的交互项，根据系

数和显著性判断捐赠和志愿是否会对自变量和因

变量的关系产生影响；第三，考察地区制度环境调

节变量对主效应的影响，将三个调节变量与自变

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交互并分别放入模型分别检

验，并以图像呈现具体关系。

　 　 四、公益基金会影响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金会发展状况和收入差距

我们首先检验了基金会组织密度和收入差距

之间的关系。 在模型 １ 中，基金会密度与收入差

距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放入二次项时，一次项显

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这表明在基金会密度较

小、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第三次分配会扩大收入

差距，而在基金会密度较大的地区，基金会能够发

挥减小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转折点为 ０ １１６（见
图 ３）。 现有数据表明，２０１８ 年每万人均基金会数

仅为 ０ ０５，且在 １６０ 个区县中，只有 １５ 个大于这

一转折点。 从各省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和浙江超

过该值。 这表明我国基金会的组织密度总体较

小，大多数地区的发展程度尚未达到收入不平等

减弱的转折点。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地区型基金会密度和收入

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见模型 ３ 和 ４，当地区每万

人均地区型基金会数小于 ０ ０９７ 时，基金会密度

的增大会扩大收入差距，但每万人均地区型基金

会数超过每万人 ０ ０９７ 个时，基金会密度越大的

地区收入差距越小（见图 ４），仅有 １５ 个区县大于

该值。 这表明地区型基金会的组织密度对于地区

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扩大后减小的趋势。

图 ４　 基金会密度和基尼系数关系图

图 ５　 地区型基金会密度和基尼系数关系图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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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５ 和 ６ 考察了地区扶助型基金会的组织

密度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加入一次项发现不

显著，加入二次项后二次项显著但一次项不显著，
但是方向符合倒 Ｕ 形，这可能意味着对称轴接近

ｙ 轴，根据系数计算出对称轴为 ０ ０４７，远小于前

两组模型的转折点。 由此，我们部分地证明了扶

助型基金会组织密度的增大能够更快地促使收入

分配达到社会不平等变化的转折点，从而缩小收

入差距。

表 ３　 基金会数量和收入差距的关系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因变量 区县基尼系数

基金会密度
－０． ０６９
（０． ３１３）

０． ６３４∗∗

（０． ４９９）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 － ０． ６５９∗∗∗

（１． ５４０）

地区型基金会密度
－０． ０８３
（０． ３５５）

０． ６６４∗∗

（０． ５８８）

地区型基金会密度（二次项） － ０． ７１４∗∗∗

（２． １３３）

扶助型基金会密度
－０． １２５
（０． ９００）

０． ４４１
（１． ４８６）

扶助型基金会密度（二次项） － ０． ４３４∗∗

（９． ９３６）

人均 ＧＤＰ ０． ５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６５３∗

（０． ０６７）
０． ５７７∗

（０． ０６８）
０． ７０１∗∗

（０． ０６７）
０． ５９０∗

（０． ０６４）
０． ５９７∗

（０． ０６３）

市场化指数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２８３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１０）

－ ０． ３０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３６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９２
（０． ０１０）

家庭平均金融资产（对数）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失业率
－０． ０２８
（１． ８５９）

－ ０． ０２６
（１． ８１９）

－ ０． ０３２
（１． ８４６）

－ ０． ０２４
（１． ８０８）

－ ０． ０６３
（２． ０７７）

－ ０． ００４
（２． ０９４）

人均受教育年数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４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１４
（０． ００５）

养老保险参保率 －０． ２１９∗∗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１９∗∗

（０． ０４５）
－ ０． ２１９∗∗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１５∗∗

（０． ０４５）
－ ０． ２１６∗∗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３２∗∗∗

（０． ０４５）

城镇化率
－０． ４４３
（０． ２０２）

－ ０． ４９７∗

（０． １９８）
－ ０． ４３５
（０． ２０４）

－ ０． ５０３∗

（０． ２００）
－ ０． ３９４
（０． ２１１）

－ ０． ５７４∗

（０． ２１６）

常数项 ０． ６５６∗∗∗

（０． １４８）
０． ６８９∗∗∗

（０． １４５）
０． ６５５∗∗∗

（０． １４８）
０． ６８１∗∗∗

（０． １４５）
０． ６６６∗∗∗

（０． １４９）
０． ７１４∗∗∗

（０． １４８）

样本量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Ｒ２ ０． １２０ ０． １６４ ０． １２１ ０． １６３ ０． １２２ ０． １５３

　 　 注：（１）表格中汇报的系数为标准化后的结果；（２）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二）影响基金会密度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组

织调节因素检验

在表 ３ 对基金会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得到验

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加入了捐赠和志愿服务

的变量来考察这两个过程是否会对基金会和收入

差距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模型 １ 检验了人均捐赠额对于基金会影响的

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基金会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

项与人均捐赠额的交互项均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

著，我们通过图像进行可视化。 从图 ６ 可见，当人

均捐赠额对数越大的时候，随着地区人均基金会

数量的增加，区县基尼系数会经历先略微上升后

迅速下降的过程，对称轴约在 ０ １ 的位置；而对于

人均捐赠额较小的情况，地区人均基金会数量的

增加甚至无法发挥减小区县基尼系数的作用。 由

此可见，某一地区的捐赠数额会对基金会发挥减

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起到增强作用。
模型 ２ 是对志愿服务作用的检验，从交互变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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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显著性来看，志愿服务并没有对基金会和收

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挥显著的作用。 推测原因可

能是相比于经济价值，志愿服务更多为某一地区

带来社会价值，例如补充公共服务不足等，但无法

对资源流动和收入差距产生直接影响。
表 ４　 捐赠和志愿对基金会数量和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１ 模型 ２

变量 区县基尼系数

基金会密度 －５． ６０２∗∗

（２． ５９７）
２． ４９５

（２． ０１８）

基金会密度∗人均捐赠额（对数） １． ５４０∗∗

（０． ６０１）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 ２８． ９７５∗∗

（１４． ００４）
－ １５． ０４４
（１７． ０２９）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人均捐赠额（对数） － ７． ８４９∗∗

（３． ３１９）

基金会密度∗人均志愿服务时长
－０． ２５４
（０． ３１６）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人均志愿服务时长
１． ４４０

（２． ０９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常数项 略

样本量 １６０ １６０

Ｒ２ ０． ２０１ ０． １７２

　 　 注：（１）控制变量同表 ３；（２）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图 ６　 人均捐赠额对基金会密度和基尼系数

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三）影响基金会密度和收入差距关系的制

度环境调节因素检验

本文基本证实了公益基金会的组织密度与收

入差距之间呈倒 Ｕ 形关系，即随着基金会组织密

度的增大，收入的平等化程度先减弱后增强。 在

此基础上，我们检验各宏观制度环境调节变量对

于主效应的作用。
表 ５ 中的三个模型分别检验了地区人均

ＧＤＰ、养老保险参保率和互助文化这三个变量的

调节效应。 模型 １ 中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

不显著。 在模型 ２ 中，人均基金会数的一次项、二
次项与养老保险参保率的两个交互项均显著，且
一负一正。 调节效应图表明，在养老保险参保率

更高的地区，基金会密度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会减

弱，尤其是在对称轴右侧红色图线更平缓，表明社

会保障一定程度替代了基金会减小收入差距的效

果（见图 ７）。 这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在社会保障

更完善的地区，政府的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的调

节作用占主导地位，基金会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
在模型 ３ 中，互助文化与人均基金会数二次

项的交互变量为负且显著，调节效应图示也表明

当地区互助文化氛围更浓厚时，人均基金会密度

的增大能够更迅速地减小基尼系数，即基金会的

发展对于收入分配的平等化作用更大（见图 ８）。
这意味着地区互助互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基础对

于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及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
表 ５　 地区制度环境对基金会数量和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区县基尼系数

基金会密度
１． ２５７

（２． ９９９）
０． ８１４∗∗∗

（１． ７６７）
１． ２４２

（３． １４９）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 － ０． ４４３
（３４． ７１３）

－ ６． ４４４∗∗∗

（９． ９２５）
３． ０８２

（１５． ５７２）

基金会密度∗人均 ＧＤＰ －１． １１７
（１． ３２４）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人
均 ＧＤＰ

０． １４５
（１５． ６７９）

基金会密度∗养老保险参
保率

－３． ４１２∗∗∗

（３． １８９）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养
老保险参保率

６． ０３６∗∗∗

（１７． ３２２）

基金会密度∗互助文化
０． １４２

（４． ７３０）

基金会密度（二次项）∗互
助文化

－４． ４３４∗

（２５． ０４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常数项 略

样本量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４１ ０． ２４０

　 　 注：（１）控制变量同表 ３；（２）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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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养老保险参保率对基金会密度和基尼系数

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图 ８　 互助文化对基金会密度和基尼系数

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五、公益基金会影响收入差距的总结与讨论

公益基金会作为随着改革开放涌现并迅速发

展的现象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内部

组织结构、外部动员方式及其与政府的关系等方

面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学界对于基金

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析不足。 本研究利

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综合多个定量调查数

据和官方数据首次实证检验了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状况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当基金会组织密度较小时，其组织动员能力

较弱、规范组织运行的制度尚未建立，该组织的合

法性较弱，无法发挥减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基金

会的组织密度较大时，组织的合法性和专业性提

升，基金会能够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化。 其次，我
们发现基金会密度对于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是通

过捐赠这一组织方式发挥作用的，当基金会动员

的捐赠数额更多时，其对于收入差距的减弱作用

更显著。 再者，互助文化能够进一步增强基金会

对于减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而政府社会保障的

完善则会减弱基金会的作用。
通过将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思想与中国的社会

体制特征相结合，我们分析了在基金会不同的发

展阶段，其组织密度、组织合法性和专业性对于基

金会组织目标实现的影响。 基金会是从民间生长

起来的社会力量，其早期的发展具有分散性、缺少

规范、存在诸多漏洞，随着组织密度的增大，基金

会的合法性和专业能力才不断增强、社会支持程

度不断提升，这一发展过程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不

平等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类新组

织的诞生、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而同时组织规模的变化也会为制度环境注入新的

变化机遇，与经济社会趋势交织在一起，两者处于

持续互动和演化的过程。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当前在我国的大多数

地区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组织

规范和面向政府与公众的合法性尚未完全确立，
这意味着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公益基金会的管理

规范、为新组织的设立提供政策支持与优惠，基金

会也应当提升自身的专业性、运作的公开透明度，
从而促进组织密度的增大和发展水平的提升。 在

基金会实现组织功能的具体机制上，我们从慈善

捐赠和志愿服务这两项主要的组织行为出发展开

分析，实证结果证实了社会捐赠的功能，基金会为

慈善捐赠提供了渠道，而捐赠也体现了社会财富

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过程，能够直

接对财富的分配和流动产生影响，这一过程更需

要规范透明的公开和监督机制来保障。 虽然志愿

服务的机制没有得到验证，但是志愿服务体现了

基金会本质上作为“人”的组织，通过汇集“人”的
力量来推动社会公平，具有“利他主义”特征的志

愿服务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体现。 由

此，我们应当着力培育社会慈善的文化氛围，动员

和鼓励公众参与到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利益和人民福利。
当前，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日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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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成为收入分配格局

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这种由中观层次的组织通过

汇集慈善资源扶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方式是

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之外的

第三种收入分配的方式。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的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本文

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公益基金会通过捐赠和志愿

服务的形式实现资源“从社会到社会”的重新分

配，尽管单个组织的力量较为弱小，但规模化的基

金会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 政府和以基

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

缺一不可，需要建立其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基

金会能够精准地对接弱势群体的多元化需求，而
政府则在社会动员、慈善资源供给上提供实际的

支持和指导，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机结

合，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公平，促进资源的健康流

动，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社会群体。 第三次

分配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发挥基金会

的公益性、慈善性、创造力以及分配过程的组织化

与高效率，协调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才能在保证

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人民美好生

活的目标。
然而，本文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首先，限于

数据，我们无法在时间维度上证明基金会的组织

密度与组织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而是采用以空

间换时间的方式，将不同省份的人均基金会数量

作为自变量以检验假设；其次，部分基金会可能存

在跨地区的资源捐助行为，并不一定对所在省份

的经济不平等产生影响，由于调查数据的局限性，
我们权宜性地采用地区型基金会作为变量来控制

该误差，我国大部分的基金会为非公募的地区型

基金会，这意味着它们的业务范围具有地区性，可
以控制一部分基金会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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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续分析中对捐赠数据加 １ 取自然对数，使得捐赠数额为

０ 的样本取对数后仍然可以被分析。

　 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

济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 期。

　 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报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Ｐｉｋｅｔｔｙ Ｔ． ， Ｙａｎｇ Ｌ． ， Ｚｕｃｍａｎ Ｇ．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１０９（７）， ｐｐ． ２４６９ － ２４９６．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控制变量设置为均值，以下二次项作图均遵循这一控制方

式。

　 人均捐赠额（对数）取均值加减标准差。

　 地区养老保险参保率取均值加减标准差。

　 地区互助文化程度取均值加减标准差。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８１， ２９（３）， ｐｐ． ２５５ － ２７５．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９４， ７３（４）， ｐｐ． １０９．

〔责任编辑：秦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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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基金会可以减弱经济不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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